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对于遏制警察刑讯逼供以及固定被追诉人的庭前自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以及立法、司法实务部门一直积极探索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自2001年、2002年酝酿制定《刑事证据法》到此后修正《刑事诉讼法》，人大法工委推出的多个《〈刑事证据法〉（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都规定：对于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另一方案：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其他有必要的案件，可以进行录音录像。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明确提出了在全国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的“三步走”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到2007年10月1日，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⑴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11条也规定，讯问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然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应如何建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预期功能？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保障其顺利推行？这些都亟待理论界作深入探讨。 
英国是最早试图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国家。经过长达20余年的论争和反复试验，英国最终于1988年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以下简称《守则E》），即《会见嫌疑人录音操作守则》，正式从立法上确立了讯问录音制度，”。2002年，英国又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以下简称《守则F》），即《会见嫌疑人有声录像操作守则》⑵，确立了讯问录像制度[1]。《守则F》根据讯问录像制度的运作机理确立了许多不同于讯问录音制度的规则和程序要求，进一步提升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 
英国确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经验以及《守则E》和《守则F》的具体规定都值得我国借鉴，然而我国目前仅有学者对《守则E》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⑶尚无学者对《守则F》的内容进行研究和介绍，这对我国全面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不利。基于这一原因，笔者拟对英国确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经验及其最新通过的《守则F》的具体内容作一介绍，以期对我国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与推行有所裨益。 


一、英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

在英国，有关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录音的争论持续了20多年。早在1960年代中叶，就有人主张对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录音，但不少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主张建立讯问录音制度的人认为，在讯问时进行录音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无可争议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完全是故意唱反调。他们认为，在讯问过程中进行录音有利于促使侦查人员在讯问之前作好充分的准备，记录好案件要点，并设计好向犯罪嫌疑人提出的问题。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对讯问进行录音显然是不现实的、不可行的，任何了解讯问录音成本及作用的人都不可能同意采用这一制度。他们认为，在讯问时进行录音会导致讯问可能获得的信息减少，因为面对录音，嫌疑人会不情愿作有罪答辩的[2]。 
英国警方最初对讯问同步录音持强烈抵制态度。⑷1965年，以P·E·布罗迪为主席的一个警察调查委员会指出，在讯问时进行录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一种更加严格和刻板的讯问程序……很可能导致讯问获得的信息减少，提起的公诉减少，做出的有罪判决减少，更多的罪犯逃脱法网。”[3]这一结论在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2年，英国刑事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第11号报告，论证了讯问录音的必要性，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建议被英国内政部接受。3年以后，内政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The Hyde Committee，海德委员会），探讨如何进行讯问录音试验。1976年10月，海德委员会提出报告，称建立讯问录音制度是切实可行的。内政部于是向社会征集对海德委员会所提建议的意见，并于1977年将讯问录音制度的建构问题交由新成立的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处理。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委托克兰菲尔德技术学院调研实施讯问录音制度的经费开支和配套机制，并进行必要的试验以评估讯问录音制度的技术和操作问题。克兰菲尔德技术学院的巴恩斯和韦伯斯特就这一问题提交的报告称，有关讯问录音制度技术和操作方面的担心基本上可以消除。据此，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认为讯问录音制度的可行性问题已经解决，并主张循序渐进地推行该制度[4]。 
然而，在整个1970年代，警方对建立讯问录音制度的态度都没有软化，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警方的态度甚至越来越强硬。实践中，讯问录音试验受到了来自警方，甚至警察总署的抵制。如1975年，警察联合会的代表在出席海德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明确表示他们反对进行讯问录音试验，并表示不愿参与该试验。事实上，正是警方的强力反对导致海德委员会的实验活动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1979年，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决定在达特福特（Dartford）警察局进行为期4个月的讯问录音试验，但该试验仅对不超过86次讯问进行录音，并且由于参与的警察不愿配合，因而试验效果非常有限。其后，虽然委员会一致通过提出了一项建议，但这一建议受到了政府部门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过于“软弱”和“胆小”[3]。 
此后，讯问录音试验至少被搁置了3年。80年代初，时任内政部长威廉·怀特洛宣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讯问录音试验计划：试验将在6个警区内进行，从1983-1984财政年度开始，时间至少持续两年，在试验期间，警察与嫌疑人的所有交谈都将被录音[4]。在这次试验过程中，警察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对讯问录音制度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使许多曾经参与过那场历时数年争论的人们感到很吃惊。刑事律师协会的代表米歇尔·希尔先生说：“我与警官谈话的印象是，他们对讯问录音的态度远比最初时要热情得多……我很惊喜地发现警官对实验的态度已经由‘这东西有用吗？’转变为‘我们怎样使它发挥作用？’……实验进行得很顺利，并且我个人对它（指讯问录音制度）的前景很乐观。”[3]这次实验的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安德鲁·杰克逊认为，这次试验“根本没有遇到来自警方的反对……不仅如此，警方对讯问录音表现了很大的热情，试验运作得非常好。实际上，他们希望对所有嫌疑人的讯问都进行录音。在我看来，警察把讯问录音作为免受错误指控的一种保护机制，他们完全支持我们的实验。”[3]法官协会的代表戴维·基德纳甚至认为：“事实证明，警察是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参与实验的警察发现，由于不必纪录，因而他们在讯问时能够乘胜追击，大多数嫌疑人对录音都不反对……尽管还有些警察对讯问录音持观望态度，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警察总体而言都非常愿意录音，并且非常认真地进行录音试验……”[3] 
警方态度的这种巨大转变扫除了建立讯问录音制度的最大障碍，并最终促使讯问录音试验取得成功。198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60条要求内政大臣制定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进行录音的行为规则，并发布命令，要求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或对有关法律规定的涉嫌知悉犯罪的人进行询问时必须遵循该规则的规定。1988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即《会见嫌疑人录音操作守则》，正式从立法上确立了讯问录音制度[1]。《守则E》对讯问录音的适用范围、录音母带的录制和封存、会见录音的具体程序、会见后的程序要求以及录音带的安全保管等问题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⑸《守则E》自1995年4月9日午夜开始实施，并具有溯及力。也就是说，即使讯问开始于1995年4月9日午夜之前，但只要延续到1995年4月9日午夜之后，此后的讯问也应当录音。 
讯问录音制度正式建立后不久，由于皇家刑事程序委员会认为，在讯问场所安装电子监控设备进行录像会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因而英国又开始尝试对讯问进行同步录像。1991年，英国一个大型警察机构同意在该警察局内安装摄像器材，进行为期5个星期的试验。在此期间，约克·希雷电视台和克雷尔图片公司在拘留所和讯问室内安装了摄像头和麦克风。接着，实验主持者要求警官像往常一样对特定案件进行讯问。一开始，警官显然意识到了摄像头的存在并感到自己将被拍摄下来，但随着讯问的深入，他们明显忘记了这一点[5]。2001年，随着英国《刑事司法与警察法》的实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警察机构逐渐在讯问过程中引入了同步录像制度。2002年，英国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讯问同步录像制度。自此，警察在进行讯问时都必须按照《守则F》的要求进行录像。截至2002年12月，英国的贝辛斯托克警察局、朴次茅斯警察局、索桑普顿警察局、查塔姆警察局、汤布里奇警察局、布罗姆利警察局、科林代尔警察局、埃德蒙顿警察局、特尔福德警察局、武斯特警察局、哈洛警察局、索森德警察局等警察机构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都对讯问过程进行录像[1]。2004年，英国对《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进行了修订，对讯问录像的程序规则进行了完善。⑹


二、英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基本内容

2004年修正的《守则F》包括总则（General）、母带的录制和封存（Recording and sealing of master tapes）、会见录像的适用范围（Interview to be visually recorded）、会见（The Interview）、会见后（After the interview）的记录和录像带的安全保管（Tape Security）六部分。《守则F》无论是在整体结构、具体内容方面还是在条文的措辞方面都与《守则E》非常相似。在此，笔者拟对《守则F》，尤其是《守则F》不同于《守则E》的内容作一介绍。 
（一）母带的录制和封存 
《守则F》第2条规定了母带的录制和封存。该条共有5款，其中第1款和第4款的内容与《守则E》第2条第1款和第2款的内容基本相同。第1款规定会见录像应当公开进行，以确保会见录像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第4款要求录像母带应当在嫌疑人离开之前封存，另一盘录像带在诉讼中使用。 
《守则F》第2条第2款、第3款和第5款是新增加的。为了保证录像的全面性，《守则F》第2条第2款对摄像头的设置角度作出了规定：“讯问室中摄像头应当这样放置——确保讯问时能够拍摄到尽可能多的空间。”为保证录像的品质和效果，《守则F》第2条第3款对记录媒介作了要求，“记录媒介的材质必须是高质量的、新的和以前没有用过的，在记录媒介被放入录制设备中并打开开关之后至整个录制过程中，记录媒介应当逐秒显示小时、分钟和秒。”为防止讯问录像导致侦查讯问人员的人身、财产或其家庭成员遭受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或者因暴力犯罪被捕的嫌疑人的伤害，⑺《守则F》第2条第5款明确规定了可以不记录或者不泄露警官身份的情形：第一，被讯问人是根据《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被拘留的；第二，警官有理由相信记录或泄漏其身份会置其于危险中。在上述情况下，“警官将背对摄像头并将使用他们的授权令或者其他身份证明编号以及他们所隶属的警察局的名称证明其身份。上述情形以及导致此类情形的原因应当在拘留所记录中予以记载。” 
（二）讯问录像的适用范围 
《守则F》第3条规定了讯问录像的适用范围。其中，第3条第1款规定了应当录像的，情形。具体而言，第3条第1款a项、b项和c项与《守则E》第3条第1款的规定基本相同，规定了对可诉罪应当录像的情形。与《守则E》不同的是，《守则F》第3条第1款d项、e项和f项增加了三种应当录像的情形：“讯问聋人或者又聋又瞎的人或者使用手语的有表达障碍的人时；被讯问人要求有‘适当的成年人’在场时；任何情况下嫌疑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要求讯问被录像时。” 
《守则F》第3条第2款以及第3款。项和b项规定了可以不录像的情形，其基本内容与《守则E》相应条款类似：对《2000年恐怖主义法案》规定的犯罪，可以不进行录像；在录像设备出现故障或者没有合适的会见室或录像设备，并且短期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不进行录像。需要注意的是，出现以上情形时，还必须取得羁押官（custody officer）的授权，警官才可不对会见活动进行录像。与《守则E》不同的是，《守则F》第3条第3款c项增加了一种情形：“如果被讯问人抵制被带人适宜讯问的房间或者其他能够使会见被录像的处所，因而使得录像不可能时，”“并且授权官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应当将会见延迟到这些情况消失时”，可以不对讯问进行录像。这些规定表明英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被追诉人对是否录像的程序选择权。 
《守则F》第3条第4款和第5款的内容与《守则E》的相应条款类似：第4款规定对于自愿到警察局投案的人，如果根据《守则C》的要求必须在讯问前对其做出警告，那么对警告后的讯问必须进行录像；第5款规定，对每次会见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录像，包括回收和朗读任何书面陈述。 
《守则F》第3条第6款为新增加的内容，该款要求只要录像设备被启动或者适合于记录或者传输任何信号或信息，就必须有一个可视的指示灯始终保持闪亮。 
（三）会见（讯问） 
《守则F》第4条共有19款，对讯问录像的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总体而言，《守则F》第4条和《守则E》第4条的内容大体相同，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对嫌疑人权利的告知，嫌疑人对会见保持沉默的后果，对讯问过程中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包括会见聋人、嫌疑人提出申诉和抗辩、更换记录媒介、会见过程的中断、录像设备故障以及会见终结等）。 
与《守则E》相比，《守则F》第4条第2款为新增加的条款，该款特别强调对嫌疑人沉默作出不利推论的限制，以此突出警察对嫌疑人的告知义务：“应当特别注意《守则C》中有关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或者起诉后或者被告之将被起诉时未能或拒绝就其涉及犯罪的问题作出陈述时对其作出不利推论的限制，以及这些限制对警告的方式的影响，并决定是否根据《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36条和第37条的规定作出一个特别的警告。” 
《守则F》第4条对讯问录像程序的规定有以下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非常重视嫌疑人的程序参与权。如根据该条第3款至第5款的规定，在会见开始时，讯问人员必须当着嫌疑人的面开启录像带和录像设备，并告知嫌疑人会见录像的基本情况以及嫌疑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又如该条第19款规定，会见结束时，讯问人员应当给嫌疑人一份书面通知，说明录像材料的用途以及查看录像材料的方法，并告知嫌疑人如果其被起诉或者被通知将被起诉，警方将尽可能及时给其提供一份录像材料的复制品。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被起诉，辩护方将有权与控方平等分享录像材料。第二，非常重视由中立的羁押官对录像活动进行监督。如根据《守则F》第4条“指导注释”4B的规定，在讯问录像过程中，如果嫌疑人提出抗议或申诉，羁押官应被迅速叫来处理有关问题，并且只要有可能，录像设备应当一直打开，直到羁押官进入会见室与嫌疑人交谈时为止。 
（四）会见后的记录 
《守则F》第5条共有两款，这两款与《守则E》第5条的两款规定基本一致，要求警察在会见犯罪嫌疑人后应当在笔录上记明会见已被录制的事实、会见开始的时间、持续的时间、会见的日期以及母带的识别号码等信息。此外，与《守则E》第5条一样，该条要求即使事后没有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警察也应当按照守则的要求保存好记录媒介。 
（五）录像带的安全保管 
《守则F》第6条规定了录像带的安全保管。该条第1款、第2款与《守则E》第6条第1款、第2款基本相同：第1款规定了警察局长对录像母带的安全保管义务，以及在母带作为证据使用时移送给其他机关的义务。第2款规定了基于刑事诉讼目的开封母带的程序要求。根据该款的规定，警方无权单方打开用于刑事审判或者上诉程序的录像母带的封条，如果必须获得母带，警方必须当着皇家检控署代表的面打开封条。不仅如此，辩护方有权获得通知并到场监督；如果辩护方到场，他们有权要求重新封存录像带并签字。如果任何一方或者双方没有到场，应由皇家检控署代表封存录像带并签字。 
《守则F》第6条第3款至第6款为新增加的条款，规定了在其他场合开封母带的程序要求。除了基于刑事诉讼目的之外，基于其他原因也可能需要开封母带，最常见的原因是为满足民事诉讼的需要，有人对警察提起了控诉，或者由于警察调查犯罪导致当事人之间产生民事诉讼。⑻在这些情况下，开封母带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要求。根据《守则F》第6条第3款的规定：“警察局长有义务安排在不涉及刑事责任时或者讯问所涉及的刑事诉讼已经结束并且有必要开封母带时的有关事宜。只有当警察局长认为确有必要向被讯问人或者其他需要使用录像带的当事人证明母带未被篡改以及讯问录像是正确的时，他才会安排开封母带。”《守则F》第6条第4款强调了诉讼参与人的程序参与权。该款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代表应当有机会在封条开拆、录制母带以及重新封存时到场。”作为对这一款的补充，《守则F》第6条第5款规定了当事人不在场时开封母带的程序要求：“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多方因无法联系或者拒绝参加或者第6条第6款规定的原因在母带开封时不在场，应当安排一个独立的第三者——如一个羁押场所的监督者在场。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或者作为一个附加的保障——可以对开封母带的程序进行录像或者拍照。”


三、英国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和推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必须获得侦查人员的支持 
从英国的经验来看，确立和推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不可能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道理很简单，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对侦查讯问的监督和制约，将使侦查人员在讯问时不得不严格遵循法律，很难采用法律禁止的手段获取口供，因而侦查人员往往对此持抵制态度。因此，要建立和推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必须改变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英国如此，中国同样如此。 
在我国，尽管如本文开头所述，人大法工委推出的多个《〈刑事证据法〉（或〈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都明确规定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颁布了相应的法律规范⑼，明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是这些努力都遭到了来自侦查部门的强烈抵制。在立法方面，公安部门的重要人士以推行录音录像制度不符合我国国情，会加大执法成本等理由反对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6]。在实践方面，检察系统有些侦查人员通过采用变通手段使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预期功能被架空：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其被迫招供后再录音录像。甚至有些侦查人员在上级三令五申要求必须全程录音录像后，仍钻法律的空子：先将相对人作为证人进行询问，在其承认有罪后再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讯问时才录音录像。 
要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学界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部门必须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地进行试点和宣传，使侦查人员认识到：尽管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强化了对讯问的监督和制约，某种程度上可能导致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难度增大，但其对于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有积极的意义。只有改变侦查人员的思想观念，才能消除其对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抵触情绪，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和全面推广才会成为可能。 
事实上，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和运作不仅有利于保障侦查讯问依法进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其对提高侦查讯问的效率，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起诉、审判阶段翻供，保护侦查人员免受被追诉人的不实指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首先，按传统讯问模式，侦查人员主要依靠手写方式记录讯问的内容，受记录速度的限制，侦查人员通常只会，也只可能记录在其看来比较重要的内容，对细节性内容通常不得不予以忽略，而这些细节性内容也可能隐藏着重要的侦查信息。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后，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被完整地记录下来，侦查人员在讯问结束后可以重复播放录音录像仔细研究犯罪嫌疑人的每一句话，甚至仔细揣摩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以及回答提问的语气、语调等，从而发现侦破案件的线索。其次，在传统讯问模式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起诉、审判阶段翻供，声称其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是受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所致，侦查人员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因为其通常很难拿出有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而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后，这种状况将彻底改变，因为侦查人员只要出示和播放讯问录音录像，证明讯问过程中不存在刑讯逼供，那么起诉、审判人员通常会采信侦查阶段获取的口供，驳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指控，这对于提高口供被采信的比率，保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发挥录音录像制度预期的功能要求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 
建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强化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从而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要实现这一功能，必须建立严密的配套制度，尤其是建立严密的监督机制。道理很简单，如果侦查活动的进行完全掌控在侦查人员手中，不受任何监督，那么侦查人员完全有可能利用其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机会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影响，在迫使其供认有罪后再进行录音录像。若果真如此，录音录像制度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功能将丧失殆尽。 
在英国，以下制度对保障录音录像预期功能的发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严格限制警察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在英国，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至起诉之前只能控制被追诉人很短一段时间，一般不超过24小时；经警督以上官员批准，可以延长12小时；经治安法官批准，还可以再次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96小时。⑽第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机构或人员负责。在英国，在提出起诉以前和提出起诉以后，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机构是不同的。在提出起诉以前，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各警察局内设的拘留室中。但为了防止警察利用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机会非法获取口供，立法规定羁押场所由独立于侦查人员的两种特殊警察，即羁押官（custody officer）和审查官（review officer）负责。这两种警察的警衔高于负责侦查的警察，并且不受警察机构直接控制。其中，羁押官的职责是确保被逮捕者在被羁押期间获得法律所规定的适当待遇；审查官的职责是审查羁押以及延长羁押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由于羁押官和审查官都不介入侦查活动，也不对侦查的成功负责，因而他们能够对侦查活动保持中立和超然的态度田。在提出起诉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被解交至其他与警察机构没有任何关系的机关羁押。具体而言，如果被羁押人年满21岁，将被羁押在监狱（prison）；如果被羁押人年龄在17岁至20岁之间，将被羁押在拘留中心（remand center）或监狱；如果被羁押人不满17岁，将被羁押在看护中心（the care of a local authority），特殊情况下，也可被羁押在拘留中心或监狱。由于监狱、拘留中心、看护中心都不隶属于警察机构，而隶属于内政部[8]，而内政部不负责侦查，因而他们都能够严格依法保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其受到侦查机关的不当侵害。第三，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的讯问活动受到羁押官的严密控制。如根据《守则E》第3条第3款和《守则F》第3条第3款的规定，因出现某种特殊情况不能或不便录音录像时，应当由羁押官审查决定。又如根据《守则E》第4条指导注释4H和《守则F》第4条指导注释4B的规定，在嫌疑人提出抗议或申诉时，羁押官应当被叫来迅速对争议作出处理，并且只要有可能，录音录像设备应当一直打开，直到羁押官进入会见室并与被会见人谈话时为止。 
在我国，以上制度都尚付阙如。第一，立法对警察机关实施拘留或逮捕后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未作限制，这给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虽然公安部于1998年5月4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54条中规定：“对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立即送看守所羁押”，但由于“立即”弹性非常大，因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关押犯罪嫌疑人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在犯罪嫌疑人供认有罪后才移送看守所的比比皆是。⑾第二，在我国，在刑事诉讼中负责羁押被追诉人的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负责侦查的，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必然导致看守所难以对侦查机关的活动进行有效监督，难以保护被羁押人免受侦查人员的非法侵害。不仅如此，在我国实践中，看守所还被定位为刑事侦查的“第二战场”⑿，要求必须协助侦查机关承担深挖犯罪的职责，这更导致看守所不仅不能对侦查机关的活动进行有效监督，而且可能包庇、纵容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甚至与侦查人员联手采用强制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认有罪。⒀ 
借鉴英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在未来建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时应对相关制度作以下改进：第一，严格限制侦查机关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规定侦查机关拘留或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必须在12小时内移交看守所。第二，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并规定看守所仅负责保护被羁押人的权利，不承担侦查职责。第三，讯问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必须在看守所的讯问室中进行，看守人员有权对讯问活动，包括同步录音录像进行监督，犯罪嫌疑人认为讯问程序违法的，有权申请看守人员进行处理。 
（三）应保障辩护方对录音录像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 
英国录音录像制度的建构非常关注对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的保护。首先，被追诉人对是否启动录音录像程序享有一定的决定权。如前文所述，根据《守则F》第3条第1款f项的规定，在被追诉方要求对讯问活动进行录像时，警方应当对讯问活动进行录像。并且，根据《守则F》第3条第3款c项的规定，当被追诉人以某种方式抵制录像时，可以不对讯问活动进行录像。其次，被追诉方有权对录音录像带的保管和使用进行监督。如前文所述，根据《守则F》第6条第2款和第4款的规定，被追诉方有权在母带拆封、录制以及重新封存时到场。根据《守则F》第6条第2款和第5款的规定，如果警方要在被追诉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开拆母带，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要求。最后，被追诉方有权分享录音录相材料。根据《守则E》第4条第16款和《守则F》第4条第19款的规定，会见结束时，讯问人员应当给嫌疑人一份书面通知，说明录音录像材料的用途以及查看录音录像材料的方法，并告知嫌疑人如果其被起诉或者被通知将被起诉，警方将尽可能及时给他提供一份录音录像材料的复制品。也就是说，如果被追诉人被起诉，辩护方将有权与控方平等分享录音录像材料。 
赋予辩护方对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充分的程序参与权对提升该制度的价值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通常，录音录像材料中不仅可能包含对被追诉人不利的内容，因而可用作控诉证据，而且可能包含对被追诉人有利的内容，因而也可用作辩护证据。由于受自身诉讼立场的限制，控诉方很可能只向法官展示录音录像材料中不利于被追诉人的内容，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对被追诉人有利的内容，因而如果只允许控诉方使用录音录像材料，将导致对被追诉人有利的内容无法进入法官的视野，以致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反之，如果允许辩护方分享录音录像材料，那么辩护方将有机会发现录音录像材料中有利于本方的信息，并将其作为辩护证据提交法庭，这将有利于帮助法官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从而做出正确的裁判。 
其次，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现代刑事诉讼就其本质而言是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的一场博弈，为了实现对抗结果的公正，必须确保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录音录像制度作为一项既有利于控制犯罪，也有利于保障人权的制度设置，当然应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参与机会。反之，如果讯问录音录像的程序启动、录制以及资料的保管和使用完全由侦查机关掌控，排斥辩护方的参与，那么这一制度很可能异化为片面打击犯罪的工具，从而严重影响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实现。 
最后，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一般认为，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后，如果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实施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法官很容易根据录音录像材料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笔者认为，要实现录音录像制度这一功能，就必须赋予辩护方查看和复制录音录像资料的权利。因为多数案件侦查人员都会讯问多次，每次都会持续较长时间，因而录音录像资料往往比较长，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小时，如果要求法官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全程观看完这些录音录像资料，进而对每一讯问过程是否合法都作出判断必将导致法庭审判拖沓冗长。反之，如果允许辩护方查看和复制录音录像资料，这一问题将迎刃而解。道理很简单，辩护方查看和复制录音录像资料后，将有充分的动力和充足的时间在法庭审判前仔细研究每次讯问的详细情况，一旦发现存在违法之处，其在审判时就能准确告知法官存在违法情形的环节，法官根据辩护方的指点查看录音录像资料的相应片段即可，这显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但在我国，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以上问题。如本文开头所述，我国已有多个法律文件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严重犯罪案件、死刑案件或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同步录音录像，但没有哪一个法律文件规定辩护方有权参与录音录像的启动和制作过程，更没有哪一个法律文件规定辩护方有权查看和复制录音录像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已基本实现同步录音录像，但在控辩双方就讯问的合法性发生争议，辩护方要求查看录音录像资料时，检察机关几乎无一例外都予以拒绝，并且理由非常充分：辩方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⒁这一回答虽然“合法”，但显然不合理，因而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有必要对辩护方参与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以及使用录音录像资料的权利作出明确规定。 



注释:
⑴检察机关提出的在全国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三步走”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步，从2006年3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同时，最高检察院、省级检察院、省会（首府）市检察院、东部地区分州市级检察院办理贿赂案件和其他职务犯罪要案，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还必须全程同步录像。第二步，从2006年年底开始，中西部地区分州市级检察院和东部地区县级检察院办理贿赂案件和其他职务犯罪要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第三步，从2007年10月1日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参见张立．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N]．检察日报，2007—3-8（1）．] 
⑵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Code F-Code of Practice on Visual Recording with Sound of Interviews with Suspects）[DB／OL][2010-1-3]．http：／／police．homeoffice．gov．uk／publications／operational-policing／PACE_Chapter_F2835．pdf？view=Binary． 
⑶有关《守则E》的评价和介绍详见徐美君．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6）：81—88． 
⑷警方对讯问录音的坚决反对态度被英国有些学者描述为“返祖的”（atavistic）、“过分自我保护的”（ultra-defensive）、“毁灭性的”（destructive）。 
⑸1988年《守则E》的内容详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编译．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493—503． 
⑹See“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Code of Practice）Order 2004（No．1887）”[DB／OL][2010-01-03]．http：／／www．england-legislation．hmso．gov．uk／si／si2004／uksi_20041887_en．pdf． 
⑺见《守则F》第2条指导注释2E。 
⑻见《守则F》第6条指导注释6D。 
⑼为确立和推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接连颁布了三个法律文件：2005年11月1日颁布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2006年12月4日颁布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工作流程（试行）》和《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规范（试行）》。 
⑽在英国，尽管立法赋予警察多次申请延长羁押的权力，但实践中，延长羁押的情形非常少见。据统计，大约只有5％的人被羁押了18个小时以上，只有1％的人被羁押了24个小时以上。（参见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8．） 
⑾如在著名的杜培武案中，杜培武于1998年4月22日下午被剥夺人身自由，先是被关押在专案组办公室；由于证据不足，5月2日被转移到杜培武所在单位（昆明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变相关押，直到因刑讯逼供被迫认罪后，才于7月2日被移交看守所。（参见王达人，曾粤兴．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与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04—206．） 
⑿公安和刑侦类刊物上介绍以及探讨如何发挥看守所深挖犯罪功能的文章比比皆是。如杨宗臻，薛宏伟，潘建良．适应新形势充分发挥看守所深挖犯罪的重要作用[J]．公安研究，1996（1）：59-61；李卫平，胡建军．加强认识改进措施做好看守所深挖犯罪工作[J]．公安研究，2003（3）：76-79；刘学刚．公安监管场所已成为打击犯罪重要场所[N]．人民公安报，2006-2-21（1）． 
⒀近年，我国看守所犯罪嫌疑人意外死亡事件屡屡发生与此是有紧密关系的。 
⒁如在引起广泛关注的2007年4、5月份的广西黎朝阳案中，犯罪嫌疑人家属认为，黎朝阳惨死看守所是因为受到刑讯逼供或虐待所致，但办案机关以及针对这一事件成立的调查组都坚称不存在刑讯逼供或虐待，并声称有录像为证，然而却拒绝向死者家属提供录像带。一年后（2008年5月30日），与黎朝阳同一监舍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黄于新在被执行死刑前终于揭开真相：黎朝阳死于虐待。由此可见，没有辩护方的有效参与和监督，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将大打折扣。[参见潘晓凌，成希．法官为何死在看守所[N]．南方周末，2007-04-26（A5）；潘晓凌，成希．调查组认定黎朝阳为“猝死”[N]．南方周末，2007-05-3（A4）；潘晓凌．死刑犯刑前检举：“死于虐待”[N]．南方周末，2008-11-6（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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